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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的方案与路径 
 

王建学，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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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求，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必须由

政策引导型向法治保障型转变。中央立法或普通地方立法都不足以解决目前共同富裕示范区法治建设

之难题，因此，必须通过授权立法对共同富裕示范区赋能扩权。在《立法法》规定的三类授权立法机

制中，地方立法变通授权最符合共同富裕示范区法治建设的要求。可以参考浦东新区法规授权方案，

同时借鉴海南自贸港法规授权经验，赋予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制定权。基于维护法制统一的目

的，有必要综合利用各类授权立法的限制性要素，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改革试验提质增效。应当以共

同富裕建设为契机，推进地方授权立法的普遍化共享、平等化配置和制度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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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法治作为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是“助力和保障共同富裕

的强大制度力量”[2]。目前，法学界已围绕共同

富裕展开诸多学理研究，但较少涉及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等实践问题。从实践维度来看，为进一

步丰富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和探索共同富裕的

实现路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部

署，选取浙江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为全国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因此，

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对全国实现共同富

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而其建设过程中所面临

的法律问题亟须从法治保障高度进行研究。 
作为共同富裕的“探路者”，浙江省需要“率

先探索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率先走

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富裕新路子”[3]。而共同

富裕涉及“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的调和，

需要以解决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差距

等问题为主攻方向，实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统

筹城乡区域协调等目的。因此，浙江省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发展模式、增长

机制和分配机制等方面形成一系列新的“共同富

裕规范群”，以填补制度空白和法律空缺。但是，

浙江省作为普通的省级行政区域，既有地方立法

权难以满足其改革创新的实践需求，制约了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空间和力度。 
根据 2021 年 5 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关改革政策措

施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按法定程序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统一授权后实施”[4]。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2022 年初所作的工作报告也

透露，浙江层面正在梳理示范区建设需调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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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行政法规清单，“探索建立与全国人大

相关委员会的协作机制，积极争取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授权”[5]。由此，目前存在以授权立

法方式解决示范区建设相关问题的可能性。从学

理角度而言，共同富裕示范区需要何种形式的授

权立法？又为何必须授权立法？本文首先从历

史角度阐明示范区法治建设走向授权立法的必

然性，然后在比较各种授权方案的基础上选择最

适合示范区建设的授权方案，并在维护国家法制

统一的前提下探讨使授权最契合共富目标的具

体路径。 
 
二、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的 

内在逻辑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是否需要授权立法，取

决于我们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认知，以及对共同

富裕实现路径的考量。共同富裕示范区作为一 
项重要的改革创新举措，必然面临诸多体制机 
制障碍和需要变通现行法律法规的难题，这就需

要法治“先行先试”以保障改革举措“于法有据”、

落地生根。而普通的地方立法权显然难以胜任，

需要具有权威性的国家权力机关作出授权立法，

以缓解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张力，从而“用法治方

式保障和促进共同富裕重大决策的有效实现”[6]。 
(一) 从突破性先富到法治下共富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

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7]据此，东南沿海地区

借助优惠政策和资源优势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

伐，积极探索先富道路。在现行 1982 年宪法的

实施初期，沿海地区的先富改革实践存在未经授

权自行突破既有法律秩序的情况，特别是“在非

公有制经济、土地制度和市场体制等领域，出现

了与宪法存在明显紧张的改革举措”[8]。比如，

该时期温州的私营经济发展、深圳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公开竞投”等引发了学界对于“突破性先

富”的深层忧虑[9]。在 1988 年宪法修正案的讨论

过程中，委员们认为，承认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

和允许土地使用权的依法流转，“这是非改不可

的”[10]。最终，宪法修正从规范层面结束了关于

先富改革的诸多争议，实践中的先富探索却从未

停歇。伴随着法治理论及实践的发展，这种以突

破法律甚至宪法为代价的制度变革逻辑日益显

现弊端，学界也围绕“良性违宪”的主题对这种

有利于经济发展、走向富裕的改革行为展开了诸

多讨论。但近年来，伴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且日趋完

备，几乎不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形，因此，缺

乏授权的突破性先富改革措施已经完全丧失存

在空间。 
伴随着突破性先富弊端的日益显现，法治下

共富的道路选择日益清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对法治与改革的关系作出全新阐释，

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11]，意在强

调改革和法治同频共振、相伴而行，“避免违法

改革对法治的‘破窗效应’”[12]。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使命任务就是全面推进

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13]，对法治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的重要性作出全新解读。在此背景

下，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为一项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改革、重要举措，势

必要由政策引导型向法治保障型转变，借以法治

引领的渐进式改革方式，有效过滤改革试验所带

来的社会治理风险。因此，从突破性先富向法治

下共富转变，以法治方式引领、推动和保障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将国家赋予浙江省的先行先试

地位进行法治化建构，成为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

显著特征。 
(二) 法治下共富的制度供给不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突破性先富

到法治下共富可谓恰逢其时，但其具体展开还需

关注地方立法权限问题。浙江层面已经注意到法

治对于保障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作用。为

了对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保驾护航”，浙江省人

大常委会正在研究制定《浙江省促进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条例》(以下简称《示范区条

例》)，同时提出以该条例为基础，“推动形成‘1+N’

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法规制度体系”[14]。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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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地方创新的工具主

要体现为上级及中央授予的特殊权力和权利”[15]。

浙江省作为普通的省级行政区域，其地方立法权

是否足以支撑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法律规范

体系？对此疑问，还需回归共同富裕的内涵本身

进行解答。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始终伴随着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

新[16]，共同富裕理念早已内化于执政党领导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制。进入新时代，以习

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

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同时指出，“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

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17](171)。为

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执政者通过构建初次分

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实现对“共同”和“富裕”两项维度的调节，

以期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做大做好的“蛋糕”

切好分好。但此项调节必然要求共同富裕示范区

“于变局之中开新局”，率先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和探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并以法治方式

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

碍，这些内容的调整及变革则需介入普通地方立

法权无法涉足之“禁区”。 
就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而言，国内外尚无可

供参考借鉴之先例，诸多事宜需在改革试验中进

一步探索。普通地方立法权虽有“先行性立法”

权限，可以在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情

况下先行探索，但其既不可迈入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专属立法权的范围，也不能变通或抵触既有

的法律法规。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虽鼓励地方

立法在合适范围内先行探索，并以支持型备案审

查来发挥地方先行性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

试验性作用”[18]，但这种“先行性立法”受专属

立法权、不抵触等要素的严格控制，对于时刻需

要革新和变通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法治建设而言

助益不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富裕示范区

所需试错探索之内容，“均不属于规范意义上的

地方性事务内涵”[19]，恰恰是地方立法权无力涉

足的中央事权。因此，仅靠普通地方立法权难以

触及共同富裕所牵引的制度内核，无力开拓真正

的制度变革空间。 
(三) 共富建设呼吁法治先行先试 
当普通地方立法权难以满足示范区的法治

需求时，从国家层面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立法，

或可避免地方立法权限不足和被授权立法主体

不适格等问题。但此种解决方案也将面临两大难

题：一是国家层面制定的法律或是授权国务院制

定的先行性行政法规，其所针对的事项应当在全

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特征，“立法机关

通常不得基于地域差别而针对特定地方制定个

殊性法律”[20]。因此，国家层面的立法宏观性有

余而针对性不足，难以为特定区域的个别化需求

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国家层面的立法具有成熟

性、稳定性特征，对于正在变化发展中的制度和

事物，难以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即使是针对

海南自贸港建设专门制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也是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精神，“仅

限于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一种最基础的制度

框架”[21]，将制度空缺留给海南自贸港法规予以

填补。因此，就共同富裕制度建设和改革探索而

言，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尚不稳定、制度措施尚

待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尚不成熟，更适合

地方立法先行探索、试错改革。 
此外，从浙江省本身的发展来看，其有能力

承接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有必要争取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立法。一方面，自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的改革试验多分布在东南沿海等经

济发达地区，形成了“东重西轻”的非均衡发展

格局。国家的政策倾斜固然是形成这一格局的关

键因素，但决定政策倾斜的动力因素又可归因于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根据资源松弛理论，“松弛

的资源状况是组织创新的重要条件”[22]，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和财政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更容易

也更有意愿和能力进行政策创新和改革试验。就

浙江省而言，其在探索推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

“省情代表性较强、富裕程度较高、发展均衡性

较好”等现实基础和发展优势[23]，有能力承担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历史使命。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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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浙江省也有必要争取地方立法权扩容。如

学者所言，“如今真正需要被授权的不是国务院

和经济特区，而是那些经济发达区域”[24]。这些

经济发达区域虽享有中央优惠政策，却遭遇诸多

法律上的瓶颈，无法及时将政策优势转化为法治

保障。浙江省作为非适格的立法被授权主体，同

样面临此项问题，甚至是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迫

切的法治需求。如中央《意见》要求共同富裕示

范区率先在公共服务、分配制度改革、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既要完成改革

试验任务，又要保证“法治浙江”建设的平稳推

进。有鉴于此，“必须根据现实需求对被授权主

体的范围作适当扩大”[25]，允许浙江省共同富裕

示范区法治先行，以授权立法方式对浙江省地方

立法赋能扩权。 
申言之，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必

须有与之相适用的法治保障体系，否则，不但无

法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反而会掣肘共同富裕的道

路探索。正是在此背景下，共同富裕示范区改革

探索不仅必须进行相应的授权立法，而且要选择

最好最适合的授权立法形式。 
 
三、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的 

方案选择 
 

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创新与法治实践表明，

授权立法将是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关键

一招和基础性保障。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也

指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最有含金量的是改

革授权”[26]。但目前《立法法》规定了先行性行

政法规授权、地方改革试点授权、以经济特区法

规为代表的地方立法变通授权等三类授权立法

机制，其中，何种授权立法方式最符合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法治需求，仍需对比分

析和审慎思考。 
(一) 先行性行政法规授权不适合共富区建设 
一般而言，行政立法受“法律的法规创造力

原则”约束，“属于派生性的法规范”[27]。但 2000
年《立法法》第 9 条赋予国务院一定程度的立法

创制权，在制定法律的条件尚不成熟时，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就部分事项先行

制定行政法规。此后，2015 年《立法法》修改时，

又对授权的事项、期限、原则、评估报告等制度

作出进一步限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授权监督机

制。先行性行政法规授权的特点在于，其所授权

范围应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事项，

在制定法律的条件尚不成熟时授权国务院先行

制定行政法规。先行性行政法规授权的事项范围

要受相对法律保留事项的严格约束，且属于尚未

制定法律而又亟须制定法规予以调整之情形。当

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及时提请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相应授权也随之终

止。相较于国家立法权的行使，行政立法程序更

为简单高效。授权实践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作出的两次授权决

定，在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起到了积极

作用[28]。 
但从先行性行政法规授权与共同富裕示范

区法治建设的衔接适用来看，先行性行政法规难

以符合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之需要。其核心

缘由有四：一是被授权主体不适格。先行性行政

法规授权是针对国务院的全国性试验授权，并不

适用于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二是先行

性行政法规虽在时间上具有暂时性，适用领域却

与普通行政法规一样于全国范围内适用。如此一

来，本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之需制定的先行性

行政法规，却演化为全国普遍适用之规范，又何

谈试点试错与改革创新？三是在某种程度上，

2015 年《立法法》第 9 条和第 13 条虽共享先行

先试的相似属性，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冲突。“因

为越是放宽对于授权创制性试点的约束，(2015
年)《立法法》第 9 条就越是可能变得多余。”[29]

四是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本身来看，其所需要

的不仅是先行性行政法规的规范和引领，更是需

要赋予地方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从而对上位法规

范予以一定限度的突破。因此，先行性行政法规

授权的固有局限，决定了其难以作为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授权立法形式，但其授权的限制要素和各

项要素的强化机制对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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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改革试点授权难以完全满足共富

区建设 
2015 年《立法法》首次规定地方改革试点及 

其授权决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基于改革

发展需要就特定事项决定特定地方在特定期限

内“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有学者将此种“立法后中止实施”称之为“授权

立法模式的新常态”[30]。地方改革试点授权的特

点在于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改革发展中的

特定事项进行逐项授权，比如 2016 年关于开展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2021 年关

于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等。这种授权

机制承继了先行性行政法规授权的优点，在授权

事项、授权期限和评估报告等方面的限制比较全

面，改革实践中也运用得相对娴熟。目前，中央

层面似乎倾向于按照《立法法》第 16 条规定的

地方改革试点授权机制对共同富裕示范区进行

逐项授权，但必须解决几个先决性问题。 
其一，地方改革试点授权所产生的法律“悬

置”状态，不能替代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法治需求。

从某种程度上看，“先行先试授权制度只是‘清

除’了制度变革性政策试验面临的法律障碍”[31]，

并没有为特定区域提供相应的法律供给，无力解

决法治建设过程中的推进实施问题。当然，亦有

学者认为，2015 年《立法法》第 13 条实则包括

“暂停法律适用、立法授权和间接行政授权三种

不同法律性质的内容”[32]，使得被授权主体同时

取得了先行先试的法律创制权。这种观点看似为

法规范“破与立”的衔接作出解释，通过暂停法

律适用后的授权行为产生替代规则，但将引出另

一个附随问题，即共同富裕所涉范围极广、改革

事项极为重要，地方改革试点授权是否可以作出

创制性规定呢？目前，国家层面尚无关于共同富

裕的专门性法律，共同富裕示范区也仅是改革探

索、试错创新，国内外几无可供参考借鉴之先例。

在此背景下，诸多改革举措未必能在现有法律制

度体系中寻得依据，由此产生的“创制性试点”

必将与 2015 年《立法法》第 13 条的兼容可能性

持续存疑，因为该条既“没有规定可以进行法律

还未从事的创制”，也未允许涉及“法律未予规

定的事项”[33]。 
其二，地方改革试点授权始终伴随着授权目

的、事项、期限、评估报告等要素限制，容易落

入一事一授权的窠臼。即使授权实践中已有解决

方案，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提出，“以

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支持深圳改革试点工

作[34]。但问题在于，这种清单式批量授权方式既

未体现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意见中，其推广适

用的可能性存在问题，“也没有在《立法法》中

得以体现，其合法性存在问题”[35]。此外，地方

改革试点授权有明确的授权期限要求，一般以 5
年试点时间为限。虽然有突破 5 年期限的解释空

间，且并未明确规定延期次数，但也难免产生多

次授权或延期困难等负担。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一再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

任务”[17](116)。中央《意见》也指出，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有一个明确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如此一

来，地方改革试点授权难以满足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这一长远且艰巨的任务目标。 
总体而言，改革试点授权方式具有临时性和

可控性优势，有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共同富裕

示范区改革进行过程性监督。但其缺点在于，一

事一议的授权模式难以完全满足共同富裕示范

区改革的综合性、体系性和长期性需求。 
(三) 地方立法变通授权最适合共富区建设

需要 
《立法法》第 84 条规定了以经济特区法规

为代表的试验性地方立法变通授权。此种授权是

因改革目的而创设的以变通权为基础的授权形

态，除经济特区法规外，还包括 2021 年新增加

的海南自贸港法规和浦东新区法规两种形式。此

种地方立法变通机制的深度授权模式，可以赋予

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改革力度最大的立法

变通权，最为契合示范区法治建设的综合性、体

系性需求，不乏为示范区授权立法的最佳方案。

具体优势如下： 
其一，地方立法变通授权以“立法变通”为

核心特征，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规范

进行一定限度的变通规定。通过赋予地方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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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变通权，允许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合法

“偏离”全国性的法律制度，以达到改革创新与

试错示范等目的。如经济特区法规可以对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浦东新区法

规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作变通规

定。目前，国家层面虽无关于共同富裕的专门性

法律，但受共富改革任务之驱动，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城乡区域协调、生态文

明建设和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等相关法律内容进

行适度突破和变通适用，中央《意见》也将上述

领域列为需经改革授权予以法治保障之内容。因

此，以地方立法变通授权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授

权立法之方式，可以兼顾变通与改革试验的双重

属性。这就优于“无变通有试验”的地方改革试

点授权和“有变通无试验”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

法规。 
其二，地方立法变通授权采取的是概括式授

权方式，给予被授权主体较为宽泛和高度开放性

的探索试验空间。对此，不乏学者担忧此种概括

式授权或一揽子授权方式缺乏严格的限制及监

督，更容易产生区域性法制差异。但从历次授权

实践和改革需要来看，地方立法变通授权恰恰是

需要突破严格意义上的授权明确性要求的。且概

括式授权并不等于毫无限制的立法权授予，而是

内含着特定的约束性要件，如以立法事项为例，

经济特区法规须聚焦于“经济类事项”，海南自

贸港法规应限于调整“贸易、投资及相关管理活

动”。相较于临时性、精准性的一事一议授权模

式，此种概括式授权方式可以赋予特定地方更大

的改革自主权，理论上也没有授权期限之要求，

更有利于激发地方立法创新的活力。就地方立法

变通授权与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衔接关联来看，共

同富裕示范区所涉领域和所为事项决定了对其

授权必须采取综合性、体系性的授权立法方式。

如中央《意见》指出，示范区要在高质量发展高

品质生活、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建设等全方位多领域先行

先试，单一精准授权模式限制了立法的具体事

项，从而难以满足其综合性改革需求，概括式授

权虽在授权明确性方面存在瑕疵，却可满足示范

区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并且，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目的是为了示范推广，而非打造服

务于特定地方的“规制群岛”[36]，中央《意见》

所提出的评价体系和示范推广机制，将有助于试

点探索内容的复制推广。 
因此，从事项的重要性和长远性以及改革探

索的艰巨性来看，地方立法变通授权可能更为适

合共同富裕示范区法治建设之需求。这就意味着

以概括式授权的方式赋予浙江省地方立法变通

权，允许其在一定限度范围内对上位法作出变通

规定。虽然在地方立法变通授权模式下，相应地

方所获得的授权立法除了立法事项和备案审查

要求以外几乎缺乏其他限制性要素，而且包括授

权立法的日落条款、效果评估、报告义务及其与

法律立改废释的衔接等，目前来看仍存在诸多盲

点，但瑕不掩瑜，此类“概括性授权仍然发挥着

制度创新的重要功能”[37]，浙江省仍有必要争取

改革空间最大的变通性授权立法，即共同富裕示

范区法规。对于此种授权形式本身的缺点和不

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对共同富裕示范区作

出授权立法时，有必要打通各类授权机制之间的

阻碍隔阂，辅之以其他授权形式的立法监督机

制，强化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的限制性要素。 
 
四、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的 

路径展开 
 

地方立法变通机制作为一个整体，在改革试

验等创设目的上具有一致性，但具体到经济特区

法规、上海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贸港法规，其

各自的授权方式、事项、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着

细微差别。无论未来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参考何

种授权方式，都必须强化各项限制性要素，立足

于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验目标，在国家法制统一

原则的约束下释放地方创新活力。 
(一) 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的具体路径 
现有的三种地方立法变通机制在授权方式

上存在一定差别。尽管三种法规的制定权均来自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并且在 2023 年《立

法法》修改时确认了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贸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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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制定权，但海南自贸港法规最初经由《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授权而来，而浦东新区法规则源

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共同富裕示范区

授权立法方式，如若借鉴海南自贸港法规，以专

门立法的形式授权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共

同富裕示范区法规制定权，则不免面临立法周期

长和立法条件是否成熟等难题，且需制定针对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专项法律，从而加剧法律的个别

性现象。而以授权决定方式赋予共同富裕示范区

立法变通权，则将更符合《立法法》第 9 条规定

的“立法与改革”条款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共

同富裕示范区与浦东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

相似特征有三：一是两者分别作为高质量发展建

设的共同富裕示范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38]，都非经济特区所在省市，未曾享有经济特

区立法变通权。上海市作为首个非经济特区的被

授权立法主体，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

章作出变通规定，其授权方案对浙江省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授权立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二是两者

的目的都在于改革试点、示范推广，通过先行先

试积累经验和提炼改革创新成果，发挥对全国其

他省域的示范带动作用。三是两者所涉事项涵盖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必

须加强改革的系统集成，以体系化的思维开展综

合性改革试点。目前，浦东新区法规虽“比照经

济特区法规”[39]，但并未设定严格明确的事项要

求，而是以“根据浦东改革创新实践需要”作为

授权的范围界限[40]。未来，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

亦可参考浦东新区法规的概括式授权，以共同富

裕的体制机制改革为主要约束。 
因此，就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的具体展

开来看，这将涉及由谁授权、授权给谁、授权内

容等事项。一般而言，应当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

会作出决定，授权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共

同富裕改革创新的实践需求，遵循宪法规定以及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就共同富裕体制机

制改革制定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在共同富裕示

范区范围内实施；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应当报 
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应当说明对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作出变通规定的情况

和理由。之所以作出如此授权：一是因为授权  
立法的本质是国家立法权的一种特殊运用形式，

1982 年《宪法》和《立法法》明确规定了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向特定地方授予地方立法变通权具有法

理正当性。二是授权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

变通权具有现实可能性。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的解释，《立法法》有关经济特区法规的规

定，“并不必然对后续的特殊类型法规的授权形

成约束”[41]。因此，带有改革试验性质的地方立

法变通授权并非终局性的权力。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需要授予非经济特区地

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立法变通权。特别是 2021
年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贸港法规的授权实践，

代表着我国授权地方立法变通机制的重新激活，

且有可能进一步制度化、扩大化[42]。三是中央《意

见》关于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决定了其必

然涉及全方位多领域的复杂事项，有必要以概括

式授权方式对其赋能扩权，以免授权过于精准具

体而约束和限制了示范区改革试错空间。基于共

同富裕改革探索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可将授权立

法的事项范围限定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完

善”方面，以是否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改革探索之

需，作为示范区法规正当性、合法性的根基和约

束。四是对于部门规章的变通权问题。将部门规

章增设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的变通对象，可以

有效避免因部门利益纠葛而影响示范区改革试

验的潜在风险。当两者对同一事项作出不一致规

定而产生争议时，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针对部门

规章的变通权，可借“备案”替代“裁决”，在

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的权限

范围。此外，共同富裕示范区是由“中央统筹、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无须担忧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产生冲突抵触之情形，授权决定遂无必要将地方

性法规列入变通对象。 
但值得一提的是，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

还需要处理好其与浙江省“示范区条例”的关系。

目前，浙江层面正在积极推动“示范区条例”的

立法工作[43]，将其作为规范共同富裕改革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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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保障根基。但一项更优的选择在于，浙江层

面通过梳理需调整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清单，

积极争取国家授权立法后，以共同富裕示范区法

规的形式出台起基础性作用的“示范区条例”，

然后以该条例为基础，针对各专门事项构筑共同

富裕示范区法治建设的“四梁八柱”。原因在于，

普通地方性立法的权限有限，在其基础上制定

“示范区条例”，必然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而

如果在获得授权后另行制定统领性或基础性的

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又难免“叠床架屋”略显

累赘。 
(二) 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的要素限制 
基于长期以来的改革试验与经验教训，在对

地方立法赋能扩权的同时，必须强化对授权立法

的限制性规定。就地方立法变通授权实践来看，

2015 年《立法法》修改强化了对经济特区法规的

限制，2021 年新创制的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贸

港法规必须遵守备案审查和说明义务等要求，且

在 2023 年《立法法》修改时予以强化说明。因此，

地方立法变通授权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完善的

趋势。但相对地方改革试点授权和先行性行政法

规授权而言，这种限制性规定仍显不足。综合对

比各类授权立法机制可以发现，先行性行政法规

授权和地方改革试点授权在授权的范围、目的、

事项、期限、原则等各方面都比较齐全，而地方

立法变通授权的诸多限制性要素基本上处于空

白或乏力的状态，比如享有高度立法变通权的海

南自贸港法规，“其审查的实践效果隐而不彰，

容易造成理论困惑和实践误区”[44]。存在多年的

经济特区法规授权，有违背“平等原则”的嫌疑[45]，

且容易异化为地域性立法特权。海南自贸港法

规、浦东新区法规等以“特定地名+立法事项”

为名称的特定授权类型，也具有明显的地方立法

个别化和碎片化倾向，长期来看，将有损国家法

制的统一。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会制约其改革试

验效能的发挥。因此，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如若

采用地方立法变通授权，则必须明确一项前提，

即三种授权形式在制度设计上“各有其盲点”，

因此必须“厘清三者间的关系、打通其隔阂”[46]，

从而实现各项限制性要素的良性互动。只有配备

这些要素限制，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才不会偏离

授权立法的初衷或背离制度设计的核心功能，才

有可能更好地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改革试验提

质增效。 
具体而言，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的限制性要

素，主要包括目的之限制、事项范围之限制和备

案审查的监督等。首先，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必

须有助于维护法制统一并避免沦为地方立法特

权。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为全国推进共同富裕提供

省域范例，积累的成功经验必须向全国范围内推

广适用。如果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沦为地域性立

法特权，甚至成为其减损国家法制统一的合法外

衣，将有违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验目的与授权立

法之初衷。因此，为避免陷于“示范断裂”的尴

尬境地，共同富裕示范区既要重视当地特色，也

要兼顾向全国推广的普遍性特征，试验和复制推

广将构成授权立法的两大限制性要素。其次，就

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的事项范围来看，其并非毫

无边界的立法变通权，必须吸取经济特区法规创

新性不足、与普通地方性法规立法相混淆的经验

教训。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的立法事项，应当以

推进共同富裕体制机制改革为着力点，围绕普通

地方性法规无力涉足之领域而展开立法。最后，

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必须强化备案审查监督机

制，在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

和部门规章作出变通规定的情况和理由。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变通性立法的核心价值在于对法规

范秩序正当却超出常规的偏离，这需要备案审查

机制来调节法制统一与立法变通之间的内在张

力。在备案审查全覆盖的工作要求下，必须“把

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47]，特别是

对于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而言，其可以对法律、

行政法规等上位法规范进行有限度的变通规定，

必须对其设定更为严格的备案审查和说明义务。 
除上述限制性要素以外，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是授权期限或日落条款的约束性作用。通常而

言，授权立法之所以需要附以日落条款的限制，

是为了督促改革试验者及时总结经验和进行事

后评估，并将成熟的试验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复制

推广[48]。但是，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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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2035 年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只是共

同富裕建设中的一个中期目标”[49]。在此背景下，

如果机械借鉴先行性行政法规授权和地方改革

试点授权关于授权期限过长或过短的权衡考量，

则难以满足示范区法治建设的阶段性需求和长

期性历史任务。反过来说，即使共同富裕示范区

授权立法中缺少日落条款的限制，也并不意味着

会造成严重的区域性法制差异。共同富裕示范区

法规仍然可以通过评估报告机制及时总结经验

做法，提炼改革创新成果，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将成熟有效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法规上

升为全国性的法律制度。因此，日落条款的限制

性要素并不必然构成地方立法变通授权的内在

限制要素。 

 

五、结语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离不开法治保障，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必须善用授权

立法。本文主张，地方立法变通授权最适合共同

富裕示范区法治建设的需求，其具体授权方案可

以参考浦东新区法规授权，同时借鉴海南自贸港

法规授权经验，赋予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

富裕示范区法规制定权。但与此同时，也有必要

综合利用各种授权方式的限制性要素，既为示范

区建设本身提质增效，也为其他地方乃至全国的

共同富裕建设传输成熟经验。国家之所以决定在

浙江省建设示范区，是为了引领全国走向共同富

裕。示范区是共同富裕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因此，

必须在实现全民各地共同富裕的格局中审视示

范区建设。 
就全国而言，目前各省区的富裕程度和共享

程度各异，浙江等省的富裕与共享的协调程度较

高，但也存在广东等富裕程度高而共享程度低的

率先富裕型省区，以及富裕和共享程度均较低的

省区。因此，各地方“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原则推进共同富裕，要因地制宜地探索促进共

同富裕的有效途径”[50]。必须承认不同省区在探

索共同富裕建设方面的特殊情势，包括浙江、广

东在内的所有省区必须在深刻认识自身省情的

基础上，从本地方的“地理特点、资源禀赋、时

代发展和重大战略出发，坚定不移地推进共同富

裕”[51]。在此背景下，浙江在示范区建设中所获

得的经验就并不完全适用于广东等其他省区。 
因此，对于中央而言，不仅可以适当增加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数量，通过在不同类型的地方开

展对比性更强的试验来丰富可获得的经验总量，

以空间和数量来换取内涵和质量，而且应当考虑

进一步扩大授权立法的范围，使各地方的共同富

裕实践能获得同样的法治保障。允许不同类型地

方进行共同富裕的立法尝试，有助于增强共同富

裕法治试验的科学性和适用性。2023 年 3 月 13
日，《立法法》修改已审议通过，授权立法制度

的完善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以共同富裕建设为 
契机，推进授权立法的普遍化共享、平等化配置

和制度化保障，也是走向法治化共同富裕的题中

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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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and pathways for authorized legislation in the common prosperity 

pilot zone 
 

WANG Jianxue, ZHANG Ming 
 

(School of Law,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requirement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all aspects of 
the country's work" proposed a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pilot zone is bound to change from a policy-led type to a rule of law-guaranteed type. Neither 
Central legislation nor ordinary local legislation is enough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mmon prosperity pilot zone.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empower and expand the local legisla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pilot zone through authorized legislation.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authorized 
legislation mechanisms stipulated in The Legislative Law, the local legislative variation authorization is the 
most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mmon prosperity pilot zone. It can refer to the 
regulation authorization scheme of Pudong New Area,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regulation authorization, and give Zhejiang Province the right to make regulations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pilot zone.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unity of the legal system, it’s 
necessary to make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restrictive elements of various types of authorized legislation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reform experiment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pilot zone.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s an opportunity, it should promote the universal sharing, equal 
alloc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guarantee of local authorized legislation.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authorized legislation; legislative adaptations; pioneering practice and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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